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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坦桑尼亚的国家制度在话语上强调超越族群， 社会经济

活动却持续依赖族群网络。 因此， 本研究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访谈， 聚

焦印度裔商人在坦桑尼亚如何建构社会资本， 维系并地方化其经济权力。
文章认为， 印度裔商人的成功并非简单地依靠封闭的族群网络或外部制

度特权， 而是通过一个动态的 “制度转译” 过程将内部的社会资本———
商业网络、 基于家庭与社区的信任机制与共享价值观———有策略地转化

为能够被坦桑尼亚主流社会和官方制度所接纳和认可的形式。 通过资源

合法化转译、 身份认同化转译、 网络权力化转译三种机制， 印度裔商人

在 “族群性” 与 “国家制度” 之间架起桥梁， 实现经济权力的地方化

嵌入。 核心家族的资源集中、 经济与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 以及印度裔

与国家和他族群体的持续协商共同塑造了权力结构， 印度裔资本既可对

坦桑尼亚经济形成积极推动， 也可能在阶层断裂与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形

成潜在的排斥效应， 这体现了制度嵌入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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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裔商人在坦桑尼亚经济版图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制度性角色。 他们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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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业生态中资源整合与资本积累的重要中介， 并在跨代际资本延续、 地方社会

结构再生产以及非正式经济治理中展现出持续稳定的影响力。 从殖民时期沿袭的

商业组织与家族公司网络， 已构成坦桑尼亚国家经济结构中一个重要制度组成部

分， 其社会资本不再局限于族群内部互助， 而是穿透制度缝隙， 影响当地经济规

则的重塑。①

相较于其他国家， 坦桑尼亚的特殊性在于其国家建构过程强调超越族群的国

族认同， 官方制度与话语体系刻意淡化族群色彩。 然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 以族

群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与非正式规则依然根深蒂固。② 这种官方叙事与社会现实之

间的张力， 为印度裔商人提供了制度行动的空间。 印度裔商人作为相对少数族

群， 在这种混合制度语境中仅凭内部网络或资本积累， 不足以维系经济地位。
因此， 他们必须在族群与国家制度之间架起桥梁， 使其族群资本能够被当地主

流接纳， 同时兼顾族群内部网络的稳固性， 并寻求国家与地方权力结构的

默许。
印度裔商人如何在坦桑尼亚的多族群社会结构与嵌入性制度背景中， 构建并

维系其社会资本， 从而实现经济权力的地方性嵌入？ 本文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三个

核心维度： 一是以地域、 宗教和族群为纽带的商业网络； 二是以家庭和社区为基

础的信任机制； 三是以宗教、 教育和慈善为载体的共享价值观。 针对此问题， 本

文以东非印度裔移民的主要国家坦桑尼亚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该国印度裔的商业

网络、 族群信任机制与价值观实践的微观考察， 探究印度裔资本如何在 “族群

性” 与 “制度性” 之间游移与协商， 进而规避制度排斥并创造制度容忍。
本研究在宏观历史文献分析与理论梳理基础上， 结合对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

姆马萨基区 （Ｍａｓａｋｉ） 的实地深入访谈， 获取来自不同职业和族群的经验素材，
以强化微观视角的实证支撑。 这些微观层面的经验材料有效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宏

观和历史导向的局限性， 从而使研究对印度裔资本的制度协商与经济权力建构过

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现实针对性。 本文旨在通过理论重构与经验观察， 为非洲

城市经济的族群资本研究提供制度转译层面的解释框架， 即分析族群内部的非正

式信任与网络如何被解读和改造， 以适应并嵌入东道国的正式制度环境， 从而促

进理论与经验之间更为深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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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回顾

印度裔群体在坦桑尼亚的活动历史悠久， 在更广泛的坦桑尼亚南亚裔移民群

体中， 印度裔更大程度地保留了与故土的联系， 并发展出显著的创业精神， 是具

有代表性的多元移民社群。① 他们在印度本地 “推动” 力量 （如饥荒、 政治变

革） 和坦桑尼亚 “拉动” 因素 （如殖民特权、 贸易） 的影响下形成数次移民

潮。② 然而， 学术界对于印度裔商人在坦桑尼亚构建并维系经济权力的机制性解

释仍存在稀缺。 现有研究聚焦东非整体范围内的印度裔商人，③ 偏重梳理历史线

索， 研究族群分层现象，④ 缺乏对具体国家、 具体城市空间中印度裔商人如何获

得官方与地方社会的默许和接纳， 社会资本如何以跨文化形式转化为制度容忍与

权力合法性的深入分析。 因此， 有必要对相关移民文献进行梳理， 以理解不同时

期印度裔在坦桑尼亚的活动演变及其背后的原因。

（一） 坦桑尼亚印度裔群体身份的演变

历史上， 既有文献详细回顾了印度裔进入坦桑尼亚经济活动的过程。 首先，
印度裔在坦桑尼亚的早期活动有赖于重商侨民扮演中间人角色。 在前殖民时期，
阿曼苏丹 （Ｓａｙｙｉｄ Ｓａïｄ ｂｉｎ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ｌ － Ｂｕｓａｉｄｉ） 于 １９ 世纪中期将其宫廷迁至桑给

巴尔后， 邀请印度古吉拉特商人担任海关和金融领域的重要职务。⑤ 漂洋过海的

印度裔穆斯林商人⑥来到桑给巴尔地区， 并借由金融业实现了初步的资本积累。⑦

例如， 高种姓的印度教徒在印度保留了大量社会关系， 主要因贸易目的而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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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早期移民群体中旅居者 （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 特征。① 到 １９ 世纪末， 英国的殖民统

治保证了印度人在整个东非地区的贸易和居住权。 作为交换， 印度裔以中间人的

身份帮助英国在桑给巴尔、 坦噶尼喀建立发展殖民隔离， 开展奴隶贸易。② 随着

时间推移， 印度裔商人的临时逗留演变为长居或永居， 其族群关系也不断演变拓

展， 并逐步建立商业体系， 族裔飞地随之扩大。③ 这些移民主要由商业种姓的印

度教徒帕特尔 （Ｐａｔｅｌｓ）、 罗哈纳 （Ｌｏｈａｎａｓ）、 巴提亚 （Ｂｈａｔｉａｓ） 等种姓和穆斯林

组成， 从事各类商品售卖、 货物批发和商队贸易等职业。④ ２０ 世纪中期， 印度人

主导坦噶尼喀、 桑给巴尔的大宗商品批发贸易， 并建立冶金业、 工业等重资产企

业。 印度裔实业商人， 如 １９ 世纪来到坦桑尼亚的卡里姆吉家族 （ Ｋａｒｉｍｊｅｅ
ｆａｍｉｌｙ）， 逐步参与商业、 工业立法， 最终成为工业资产阶级。⑤

今天在坦桑尼亚的印度人是更广泛的全球移民社群的一部分。 １９４８ 年坦噶

尼喀约有 ４􀆰 ４ 万印度裔居民， 后逐渐发展至 １９６７ 年巅峰时期的 ８􀆰 ８ 万人。⑥ 虽然

超过一半的印度裔居民在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年离开东非，⑦ 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坦

印两地经济体系管制逐步放松， 坦桑尼亚的印度裔社区人口数量持续回升， 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９ 万人左右， 超过 １９６７ 年的峰值，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的增长率更是高达

１００％ 。⑧ 在非殖民化进程之后， 许多坦桑尼亚印度裔继续维持跨国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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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灵活地应对不确定的政治环境并延续其商业网络。 非洲化运动之后， 这些最

初在殖民体制中活动的移民商人群体逐渐采取多重国籍策略， 以增强面对政策不

确定性的制度弹性。 许多印度裔家庭同时持有坦桑尼亚、 印度、 英国、 毛里求斯

或加拿大等国护照， 以便更有效地跨国配置资产、 规避法律与产权风险， 并拓展

子女教育和社会流动的空间。① 相关研究强调， 这种跨国主义正从个人行为发展

至制度层面， 催生了侨民协会、 印度国家政策和跨境慈善网络。② 例如， 印度政

府的海外印度人的界定 （Ｎｏｎ －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ｎ ／ Ｐｅｒ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旨在将坦

桑尼亚印度裔纳入全球印度移民的管理范畴。③ 另有文献指出， 印度裔移民并非

仅保持单一身份认同， 而是采用流动的侨民身份， 坦桑尼亚印度人的归属感只有

在危机与压力下才会具象化， 强调散居社区内身份形成的动态和情境性质。④ 这

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借鉴跨国主义和散居地研究， 认为坦桑尼亚印度人持续在母国

联系、 殖民遗产和地方归属之间游走。

（二） 身份形成的原因

印度裔商人在坦桑尼亚建立繁荣商业体系的过程， 一直是移民研究中的一个

重要案例。 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三种递进的理论视角， 用以解释坦桑尼亚印度裔商

人身份的构建如何助力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第一种视角是经典的族群资源论， 该视角将移民群体的商业成功归因于其内

部独特的文化特质和社会资本。 其中， 科恩 （Ａｂｎｅｒ Ｃｏｈｅｎ） 和科廷 （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Ｃｕｒｔｉｎ） 将东非印度人定义为贸易侨民 （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⑤而博纳西奇 （Ｅｄｎａ
Ｂｏｎａｃｉｃｈ） 和多宾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Ｄｏｂｂｉｎ） 则将坦桑尼亚印度裔商人称为中间人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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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ｍｉｄｄｌｅｍ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意指在统治精英与本土大众之间扮演经济中间角

色。① 其核心逻辑在于， 印度裔商人巧妙地运用亲属关系、 种姓纽带和宗教网络

等内生性的族群资源， 构建封闭且高效的商业帝国， 从而在与外部群体的竞争中

获得优势。 相关研究解释印度裔商人资本积累的起点和内部凝聚力的来源， 但局

限性在于过于强调族群的内部因素和文化特殊性， 近乎一种 “文化决定论”， 在

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他们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复杂互动。
第二种视角是制度嵌入论。 作为对族群资源论的超越， 该视角将研究重点从

族群内部转向东道国制度环境， 指出移民企业家的身份构建是在互动中不断完善

的。② 制度理论学者指出， 任何经济行为都深度嵌入社会与政治制度中。③ 因此，
印度裔商人的成功不仅仅依靠内部团结， 更关键的是他们如何在坦桑尼亚的法

律、 政策、 政治网络乃至非正式规则中找到生存空间， 并发展出一套与之相适应

的商业策略。④ 例如， 吉斯伯特·奥恩克 （Ｇｉｊｓｂｅｒｔ Ｏｏｎｋ） 提出散居家族企业

（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ｒｍ） 模型， 就触及企业如何利用跨国机制来应对东道国不确定

的政治经济环境。⑤ 在这种企业结构中， 不同代际的亲属成员分别管理着遍布印

度、 东非以及更广阔殖民帝国的注册公司， 其中移民企业家被视为理性、 能动的

制度行动者， 而非被动的文化携带者。 以卡里姆吉·吉万吉 （Ｋａｒｉｍｊｅｅ Ｊｉｖａｎｊｅｅ）
家族为例， 该家族从 １８１８ 年桑给巴尔的一个商户起步， 到 ２０ 世纪已经控制坦桑

尼亚各地的剑麻种植园、 银行乃至汽车经销网络。⑥ 这种视角深化了我们对族群

经济的理解。 然而， 既有的制度分析有时失之于宏观， 笼统地讨论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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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嵌入在微观层面的实践与互动却缺乏细致的刻画。①

第三种是跨国主义与网络视角。 这一视角关注全球化背景下， 移民群体如何

利用跨越国界的网络来构建其经济身份。② 研究强调， 许多坦桑尼亚印度裔维持

着多重国籍和跨国生活方式， 巧妙地运用亲属关系、 种姓纽带和宗教网络， 构建

了横跨印度洋的商业帝国。③ 其商业网络、 资金流动和身份认同并不仅限于坦桑

尼亚一地， 而是嵌入一个连接印度、 英国乃至全球的复杂网络中。 关系紧密的南

亚商人家族企业不仅将积累的储蓄进行再投资， 还充分利用族群资源， 如银行信

贷渠道、 广泛的亲属社交网络以及共同的文化优势等， 在竞争中超越非洲本土对

手。④ 通过大量社会资本的积累， 印度裔商人经营的运输、 零售和金融网络很少

遭遇有力的本地竞争。⑤ 这一视角补充了前两种理论对在地文化、 制度的过度聚

焦， 展示了这些亲属关系网络和信用互助组织如何帮助印度裔实现比非洲本土群

体更高的储蓄和投资， 从而获得资本积累上的优势， 但客观上忽略了跨国网络落

地和转化的具体过程。
虽然既有研究对印度裔在坦桑尼亚的商业发展作出一定的解释， 但强调散居

企业家强大的家族、 族裔精神， 往往忽略了移民的具体历史背景是不断变化的。
首先， 自殖民时期建立起的 “剥削者—中间人” 二元关系模型需要调整， 以深

入理解以家庭、 族群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如何调节移民群体的选择和策略。 这一转

向得到更广泛研究的支持， 例如对地中海散居家族商业网络的研究，⑥ 以及对早

期非洲马格里布商会在维护合约和非正式制度中作用的分析，⑦ 都强调散居商业

的运作依赖跨越族群界限的信任网络。 对吉万吉家族的进一步研究印证了这一观

点， 展示了商业成功并非仅仅依靠族群内部资源， 而是需要更复杂的跨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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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① 其次， 随着坦桑尼亚印度族群在本地政治、 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作用，
在后殖民理论蓬勃发展的今天， 对坦桑尼亚印度裔群体的研究也需要更加注重印

度族群身份的双重性。② 印度裔散居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正面临普遍挑战———是

在海外环境中持续保持单一族群身份， 保持文化传承， 还是逐渐适应并融入非洲

社会， 实现本土化融合。③ 这两种观点的激烈辩论， 与移民研究领域关于跨国主

义和移民融合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形成呼应。
因此， 本文提出的跨文化互动视角， 正是在与上述各种理论的对话中形成

的。 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以制度嵌入为核心， 在后者基础上引入了动态的、 协商与

博弈的视角。 与族群资源论不同， 这种视角不认为社会资本是封闭内向的， 而是

关注它如何被用来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和交换。 与宏观的制度嵌入论不同， 本视

角聚焦微观层面， 即印度裔商人如何在商业实践中， 通过与国家官员、 地方社

会、 本土员工乃至中国等新移民群体的具体互动， 来不断转译、 改造和协商其经

济行为的合法性。 与跨国主义视角不同， 本视角认为无论跨国网络多么强大， 其

资本最终仍须在坦桑尼亚获得认可， 而此过程充满权力博弈与身份协商。 鉴于

此， 本文提出跨文化互动框架下的族群资本制度转译模型， 并解释其理论逻辑与

适用机制。

（三） 理论框架

本文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制度嵌入理论与族群经济理论的对话之上。 前者指

出， 经济行动始终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中， 移民企业的行为既受正式规

则约束， 也依赖非正式网络与社会信任。④ 后者则强调族群内部的社会资本， 如

亲缘、 宗教与文化价值， 在弥补资本与信息不足方面的重要作用。⑤ 二者各有局

限， 制度嵌入理论忽视了行动者在微观层面的能动性，⑥ 族群经济理论则过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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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低估外部制度的塑造力。① 本文将两者结合， 关注印度裔商人如何将族群内

部的社会资本转译为能被东道国制度认可的资源与行为， 从而获得经济合法性与

权力， 这一过程被界定为 “制度转译”。②

制度转译体现为族群资本在正式制度中的再编码与再嵌入， 是一种策略性的

主动建构， 印度裔商人通过三种机制完成这一过程。 第一是资源合法化转译， 将

基于信任的内部资本转化为外部市场认可的合法资源， 如通过家族企业制度化内

部借贷， 使非正式金融关系获得经济合法性。③ 第二是身份认同化转译， 把社群

内部的文化与宗教实践转化为东道社会接受的公共身份， 如将排灯节 （Ｄｉｗａｌｉ）
庆典包装为多元文化活动以强化社会形象。④ 第三是网络权力化转译， 将族群商

业网络转化为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制度性力量， 例如商会通过与政府协商、 参与政

策制定而获得正式话语权。⑤ 三种机制共同展示了族群资本如何在制度边界内外

实现功能转移与权力再生产。
基于上述模型， 本文聚焦 “制度转译” 的运作过程， 而非孤立地讨论社会

资本或经济权力。 它展示印度裔商人如何在资源层面将家族与社区资本转化为市

场力量， 在代际层面将文化与教育投入转化为社会地位的延续， 在合法性层面将

族群网络转化为与国家互动的政治工具。 通过这一路径， 本文旨在揭示社会资本

向经济权力的动态转化链条， 为理解非洲族群经济提供新的视角。

印度裔商人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

印度裔商人在坦桑尼亚的社会资本建构依赖于地域、 宗教和族群的多重网

络， 形成以家族为核心、 社团为纽带的商业生态。 其信任机制依托家族治理与社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ｎ Ｒａｔｈ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３，２０００， ｐｐ􀆰 ６５７ －
６８１􀆰
Ｒｏｙｓｔｏｎ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ｏｙｓｔｏｎ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ｐｐ􀆰 ２１８ － ２４２􀆰
Ｍａｌｌｉｋａ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ｆｆｅｃ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Ｖｏｌ􀆰 ４９，Ｎｏ􀆰 ３，２０２５，ｐｐ􀆰 ７１１ － ７４９􀆰
Ｙｕｌｉａｎｉ Ｓｕｓｅｎｏ，Ｓｈｅａ Ｘ􀆰 Ｆ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ｎ Ｓｕ Ｌｅｅ，“ Ｉ Ａｍ 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ａｎｄ Ｉ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Ｉｔ：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Ｊｕｌｙ １８，２０２５􀆰
Ｇｉａｃｏｍｏ Ｓｏｌａｎｏ，Ｖｅｒｏｎｉｑｕｅ Ｓｃｈｕｔｊｅｎｓ ａｎｄ Ｊａｎ Ｒａｔｈ，“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ｉｘｅ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０，Ｎｏ􀆰 １，２０２２，ｐ􀆰 ３􀆰



坦桑尼亚印度裔商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权力建构

区互助， 然而也面临代际更替、 族群排外与商业伦理争议。 此外， 他们通过宗教

仪式、 教育投入和慈善行动强化内部认同并争取本地社会接纳。 这种社会资本的

积累与运作， 既维系了族群的商业延续， 也在动态适应中暴露出封闭性与开放性

之间的张力。

（一） 商业网络的形成

印度裔商业生态并未局限于其相对封闭的族群内部经济活动， 而是在历史传

承、 跨国迁移与本地制度适应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动态网络和人际关系。 这些网

络和关系借助地域性移民纽带、 宗教性社会组织与族群性认同机制， 推动印度裔

资本跨代延续与本地嵌入。
首先， 从地域角度而言， 印度裔移民的商业网络深受其来源地特征影响。 坦

桑尼亚的印度裔群体主要来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 （Ｇｕｊａｒａｔ）， 亦有少数来自

马哈拉施特拉邦 （Ｍａｈａｒａｓｈｔｒａ） 等地。① 古吉拉特移民中尤其以帕特尔 （Ｐａｔｅｌ）
家族最具代表性， 他们早期多从事小型零售与杂货贸易， 逐步扩展至批发、 房地

产及进出口等领域。 这一过程中， 移民网络通过 “故乡到侨居地” 的跨地域联

结维系紧密的商业关系。 有受访者提到， 他们的货物来自迪拜或孟买亲属企业，
而且多数商业活动仍与家乡保有强烈的经济与情感联系。②

其次， 宗教性网络与地域性社团在印度裔社群中往往交织存在， 共同构成其

社会资本的重要支撑结构。 在坦桑尼亚， 斯瓦米纳拉扬 （Ｓｗａｍｉｎａｒａｙａｎ） 等印度

教教派不仅通过定期的节庆仪式和宗教活动强化内部认同， 也在医疗、 教育、 慈

善等领域延伸其社会功能， 构建出以信仰为基础的互助体系。 同时， 博拉

（Ｂｏｈｒａ） 穆斯林社群凭借其横跨印度洋区域的宗教网络， 在信用互担、 资本动员

和族群协调中扮演重要角色。 宗教性网络提供的信任机制与规范秩序， 不仅能在

族群内部维持强信任关系， 也可在特定条件下促进与本地社会的合作交往。 此

外， 以地域为单位的社团组织， 如活跃于达累斯萨拉姆和阿鲁沙的古吉拉特人协

会 （Ｇｕｊａｒａｔ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在节庆组织、 商业调解、 教育资助与公共事务协调中

发挥类似中介的作用。 这些组织的存在和运行既体现了社群内的边界维护， 也通

过有限开放与文化融合增强印度裔在多族群社会中的建构。

·１５·

①

②

Ｇｕｒｐｒｅｅｔ Ｂａｌ，“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ｄａｒｓ ｏｆ Ｇｕｊａｒａｔ ａｎｄ Ｊａｔｓ ｏｆ Ｐｕｎｊａｂ，”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２，２００６，
ｐｐ􀆰 １８１ － ２０３􀆰
Ｒａｊｉｖ Ｐａｔｅｌ， 作者访谈， 达累斯萨拉姆，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与研究伦理， 文
中所引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 相关信息已根据受访者意愿做适当处理， 不影响分析内容
的真实性与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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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印度裔商业网络也具有显著的跨代传承特征。 家族企业在经营决策中

普遍采取长辈主导的方式， 研究访谈确认这一模式有助于维持企业文化稳定与风

险管控。 然而， 随着第二代及第三代印度裔青年的教育背景与社会观念发生变

化， 部分家族企业已开始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制度。 一位年轻印度裔企业继承人

在访谈中坦言， 其父辈不太接受非家族成员介入核心业务， 但现在他们需要更专

业的市场策略和数据分析团队。 而另一位酒店经理则指出， 部分新兴印度裔企业

家在招聘与薪酬制度上比老一代开放得多， 开始通过绩效考核而非亲缘关系来分

配资源。① 由此可见， 年轻一代印度裔营商者更倾向于引入现代管理方法和扩大

合作伙伴范围， 逐渐增强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二） 信任机制的实践

印度裔商人在坦桑尼亚构建的信任机制， 主要体现在家庭治理、 社区互动和

商业伦理三个层面。 访谈资料提供了微观视角， 揭示这些机制既是维系内部协作

与社会资本积累的核心途径， 也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张力与困境。
首先， 家族治理是印度裔商人企业运作中的核心结构。 受访者普遍强调家庭

成员之间的深厚信任关系能够有效支撑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然而， 家族治理也

容易导致权力过度集中， 年轻一代在决策中话语权有限， 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调

整与创新能力。 一位受访的印度裔企业主提及， 尽管长辈经验丰富， 但对市场变

化反应迟缓， 常因决策保守而错失发展机遇。 这种代际隔阂在多元化经营压力下

尤为明显， 部分家族企业逐步意识到其局限性， 并尝试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与外

部治理机制， 以增强灵活性与适应性。
其次， 在社区层面， 印度裔群体通过宗教机构、 族群协会和地方社团构建了

牢固的内部信任纽带。 这些结构在提供融资支持、 信用担保和分享市场信息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种内聚型结构也强化了边界意识， 对非族群成员缺乏开

放性。 一名本地雇员反映， 他在一家印度裔投资的公司工作， 员工与管理层之间

几乎没有实质性互动， 日常决策多由族群内部圈层完成， 本地员工感觉不受重视

和被边缘化。 这种排他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族群间的社会隔阂。②

再次， 在商业伦理方面， 尽管印度裔商人强调信誉与长期合作， 但研究访谈

得到的信息却指出他们在市场行为中存在诸多有争议的做法。 有受访者提及， 印

度裔企业在劳工待遇、 合同执行及价格策略上常过于功利。 本地求职者普遍表达

了对薪资结构不透明与工作不稳定的担忧， 认为印度裔企业的文化在劳资关系上

·２５·

①
②

Ｈａｒｏｏｎ Ｋａｒｉｍｊｅｅ， 作者访谈， 达累斯萨拉姆，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Ｊｏｓｅｐｈ Ｍｗａｋａｌｉｎｇａ， 作者访谈， 达累斯萨拉姆，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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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制度化回应。 此外， 也有访谈对象提到部分印度裔企业在环保和地方税收合

规方面态度消极， 损害了其在当地的社会合法性。①

综上所述， 印度裔商人构建的信任机制， 是其社会资本生成与维系的重要依

托， 但同时也体现出代际转型中的张力、 族群边界的限制以及商业伦理的模糊地

带。 理解这些机制的双重性， 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印度裔经济行为的制度基础与

社会影响。

（三） 共享价值观的日常体现

印度裔商人的共享价值观， 主要体现在宗教仪式、 教育投入与慈善行动三个

方面。 这些实践不仅强化了族群内部的凝聚力， 也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与本地社会

之间的互动桥梁， 成为印度裔群体争取社会认可和制度容忍的重要方式。
宗教仪式在印度裔社群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 达累斯萨拉姆的印度教

寺庙每年都会举行排灯节、 洒红节 （Ｈｏｌｉ） 等重要节庆活动。 这些仪式不仅是宗

教信仰的集体表达， 也成为族群凝聚与代际传承的文化载体。 更为重要的是， 这

类公共庆典逐渐对外开放， 吸引部分非印度裔民众参与，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族

群之间的社会互动与文化理解。 访谈显示， 部分本地居民对印度教节日表现出浓

厚兴趣， 认为此类活动展现了印度裔群体的文化积极性， 这有助于消除日常生活

中的族群隔阂。
在教育投入方面， 印度裔群体历来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持续投入， 将其视为社

会流动与资本延续的关键机制。 以沙班尼国际学校 （ Ｓｈａａｂａ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为代表， 印度裔社群不仅建立多所教学质量优异的私立学校， 也积极推

动教育资源的共享化趋势。 这些学校虽然最初服务于印度裔社群， 但随着社会开

放， 逐渐接纳非印度裔学生， 生源结构日益多元。 这种教育资源的开放性体现了

印度裔群体对本地制度环境的适应， 也反映出其在文化上并非完全隔离， 而是具

备一定的协商与互动意愿。
慈善行动则构成印度裔社群实现公共参与的重要通道。 在新冠疫情期间， 印

度裔企业和社区组织向本地医疗系统捐赠包括口罩、 氧气设备和生活物资在内的

资源。 更长期的慈善投入还包括兴建诊所、 修建学校、 资助贫困学生等。 此类实

践不仅有助于提升印度裔群体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

“经济封闭性” 所带来的社会张力。 尽管部分本地员工在访谈中仍对就业机会不

平等之类的问题表示担忧， 但对于印度裔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捐助， 普遍持

肯定态度。

·３５·

①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Ｎｄｙａｍｕｋａｍａ， 作者访谈， 达累斯萨拉姆，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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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 印度裔商人在宗教、 教育和公益领域的价值实践， 并非单向的文

化维持行为， 而是在维护族群认同的同时， 尝试通过可见的社会贡献争取本地社

会的接受与理解。 这些共享价值观的日常体现， 在一定程度上为印度裔群体争取

制度的容忍空间， 并为其资本网络地方化提供道德正当性的支撑。

经济权力的地方化建构与制度协商

印度裔商人在坦桑尼亚经济活动中并不能被简单归类为主导者或边缘化群

体， 而是在不同层级展现出差异化的资源掌控能力与影响力分布。 少数历史悠久

的家族企业掌控着关键行业与资源配置渠道， 拥有较强的政策协商能力， 而大量

中小型企业则在城市边缘产业中维持活跃， 形成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结构特征。

（一） 权力集散

关于权力集散， 以卡里姆吉家族 （Ｋａｒｉｍｊｅｅ ｆａｍｉｌｙ） 为例， 该家族自殖民时

期即深耕剑麻种植与出口贸易， 后逐步扩展至汽车代理、 房地产开发、 金融服务

等多个领域， 至今在达累斯萨拉姆仍具有较大影响力。 该家族的影响力不仅体现

于资本积累和行业拓展， 更源于其与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的稳定互动关

系。 正是依托于此制度关系， 使其企业在行业政策制定中具备一定的话语权。
然而， 大量中小型印度裔企业则活跃于零售、 物流、 餐饮、 服务业等行业。

这类企业多数由非核心家族成员或新移民经营， 普遍采用本地化、 高灵活度的运

营模式。 例如， 一位受访的酒店经营者指出， 在城市次级区域设立小型连锁便利

店， 能更有效地迎合本地市场需求， 并通过差异化服务策略实现市场开拓。① 这

些企业虽缺乏大规模资本与垂直整合资源， 但在实际经营中表现出一定的市场适

应力。
商业网络的外部性差异由此显现。 近期在政府加强本地化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政

策的背景下， 部分中小印度裔企业因缺乏有效的行业组织支撑与政策对接平台，
经营风险显著上升。 与之相比， 大型家族企业则可通过已有的商业组织和关系网

络参与政策对话并争取有利的制度安排。
综合来看， 印度裔资本在坦桑尼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并非单一， 而是在历史

传承、 资本实力与商业网络等方面形成分化。 一方面， 拥有跨代资源积累的家族

企业通过制度连接与产业整合保持结构优势； 另一方面， 新兴商户和中小企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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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ｏｓｏｎ， 作者访谈， 达累斯萨拉姆，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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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灵活策略和本地化适应在城市边缘维持运营。 这种结构并非静态， 而是随政

策变化、 市场环境调整而持续演化， 这构成理解印度裔群体如何在坦桑尼亚经济

社会中建立并维持影响力的关键线索。

（二） 代际传承

在坦桑尼亚印度裔企业群体中， 家族治理不仅是商业组织的基本模式， 也构

成资本延续与社会影响力维持的重要机制。 多数印度裔家族企业通过内部继承、
联姻关系与家族教育等方式实现代际稳定过渡。 以卡里姆吉家族为代表的老牌商

族， 依托长期积累的经济资本与政治关系网络， 持续掌控企业经营与行业资源。
尽管这一传承路径有助于保持企业的延续性与控制力， 但也暴露出继任者能力匹

配不足、 治理模式僵化等问题。
除经济资本外， 印度裔家庭也高度重视家族价值观与经营理念的代际延续。

多数家庭倾向安排子女接受商业管理、 金融等与企业运作高度相关的专业训练，
以确保其未来接班能力。 然而， 这种教育路径在强化规范性与一致性的同时， 也

带来路径依赖与创新匮乏的风险。 有年轻人受访时指出， 当前教育模式难以充分

应对全球化与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新挑战， 使得家族企业在多元化转型方面表现出

一定保守性。①

在社会网络的延续方面， 家族联姻、 宗教社群与社区组织构成印度裔企业维

系本地资源与政治联系的重要通道。 这些传统机制有助于维持与政策制定者及其

他商业团体的协作关系， 增强企业运行的制度稳定性。 年轻企业接班人往往更容

易继承家族已有的关系网络， 在自主拓展新型外部联系方面面临一定困难。
近年来， 亦有部分印度裔企业尝试突破家族治理的路径锁定， 寻求更加开放

的组织形式。 在达累斯萨拉姆等城市， 一些企业开始引入非家族高管与现代化管

理工具， 通过绩效制度、 技术手段和品牌传播战略来提升市场响应能力。 年轻一

代企业主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品牌运营， 主动寻求与其他族群或国际资本

的合作， 以期增强企业在多元社会结构中的认知与竞争力。 这种管理理念的代际

转换， 既表现出对传统路径的突破， 也展现出对全球化环境的适应能力。

（三） 本土合法性的协商路径

印度裔商人在坦桑尼亚追求经济活动的合法性， 必须持续与国家层面进行制

度协商。 历史上， 部分印度裔企业通过参与执政党活动、 进入政策咨询平台或购

买国有资产， 争取对其商业利益的保护与政策支持等方式。 伴随坦桑尼亚经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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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ａｒｏｏｎ Ｋａｒｉｍｊｅｅ， 作者访谈， 达累斯萨拉姆，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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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推进， 他们参与私有化过程、 争取经营许可， 从而提升资本的制度容错率。
然而， 这种路径也引发本地企业对其 “政策特权” 的质疑， 尤其在国家强调本

地化政策背景下， 这种互动模式遭遇更多社会审视。①

在地方政府层面， 印度裔企业采用更为直接的策略， 例如在达累斯萨拉姆、
阿鲁沙、 桑给巴尔等地， 通过投资道路、 学校、 医疗设施等项目增强地方政府对

其的制度认可。 这类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有助于印度裔企业取得经营许可或土地使

用便利， 但也有本地媒体与员工反映， 部分项目过程透明度低、 监督机制弱， 给

企业声誉带来消极影响。
与其他移民及新资本群体 （如中国资本） 之间的互动则更为混杂。 近年来，

中国资本在坦桑尼亚的基础设施、 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快速扩张， 这为印度裔商人

带来合作机遇与竞争压力。② 比如， 一些印度裔企业选择与新兴资本合资互补，
以借助其资金和市场规模； 但面对低成本外资的竞争， 一些印度裔中小企业感受

到制度谈判与市场调整的双重困难。
面对新兴资本的竞争， 印度裔企业主要采取两种策略： 一是积极与新资本合

作， 寻求合资经营和产业互补； 二是通过游说政府出台有利于本地 （包括印度

裔） 企业的保护性政策以抵御竞争。 例如， 印度裔企业通过不同方式 （如游说

等） 推动政府对外资零售业设置进入门槛， 以保护自己的传统市场份额。 不过，
这种博弈也存在明显的限制与矛盾。 一方面， 印度裔企业与外资合作可能导致其

原有的家族治理模式和决策自主性受到挑战， 企业管理的透明度与规范性要求也

随之提高； 另一方面， 对政府保护性政策的持续依赖， 可能削弱印度裔企业在市

场竞争中的独立性与创新动力。

印度裔资本对坦桑尼亚经济结构的影响

印度裔资本对坦桑尼亚经济结构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 其通过填补制造

业、 服务业等关键产业， 创造就业并构建区域商业网络， 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重

要支撑； 另一方面， 其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族群封闭性、 管理层的用人局限以及

与政府关系的争议， 也引发本地社会的疏离感与不信任。 这种贡献与张力并存的

局面， 凸显了印度裔资本在坦桑尼亚所面临的结构性融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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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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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积极影响

首先， 在产业层面， 印度裔企业填补了若干本地资本与技术尚未覆盖的领

域， 特别是在汽车销售、 食品加工和中小型制造业等行业中， 为坦桑尼亚城市经

济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中间层支撑。① 例如， 卡里姆吉家族自殖民时期起即涉足汽

车进口业务， 在达累斯萨拉姆和阿鲁沙建立起覆盖售前、 维修与零配件供应的完

整服务体系， 显著提升了当地交通工具流通效率和服务密度。 曼吉 （Ｍａｎｊｉ） 集团

在食品加工领域的品牌识别度相当高。 这些企业多通过复合型投入参与产业链的

多个环节， 不仅实现了产业的本地化， 也降低了对进口商品的依赖程度。
其次， 在就业与劳动力结构方面， 印度裔资本对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市场的稳

定性具有不可忽视作用。 印度裔企业在纺织、 包装、 印刷等制造型企业， 以及零

售、 酒店、 运输等服务行业中， 雇佣大量本地员工。 有受访企业管理者提到， 出

于人力成本与效率考量， 他们设立初步的岗位培训机制与轮岗制度， 使得工人能

够在一定范围内掌握设备操作、 仓储管理等基础技能。 尽管这些培训可能并未形

成正式的职业教育体系， 但在实际操作中为青年工人提供进入城市劳动市场的初

步路径， 使其掌握基本岗位技能， 具备向更高层级就业岗位过渡的可能性。
再次， 印度裔商人长期经营所形成的商业网络， 在区域经济联动与城市功能

演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历史上， 印度裔商人的商业活动多集中于达累斯萨拉

姆、 桑给巴尔、 坦噶、 阿鲁沙和姆万扎等交通枢纽城市，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贯

穿东非腹地与印度洋沿岸的商品流通网络。 当前， 这些网络不仅服务于零售与批

发环节， 也嵌入进口分销、 物流服务与部分房地产开发中。 例如， 物流商的卡车

每日往返于港口与内陆城市， 有效满足了来自中资、 印资及本地商家的运输需

求。 这类基于长期信任关系的商业路径， 为坦桑尼亚较为薄弱的官方物流体系提

供了替代性补充。
此外， 也有部分印度裔企业通过社区捐赠、 基础设施援助等方式参与当地发

展事务， 提升了其在城市社会中的认可度与合法性。 例如， 有企业曾资助达累斯

萨拉姆郊区的公立学校修缮， 并为卫生站提供基础药品。 这些行为虽不能完全消

除族群间的紧张感， 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公众形象， 并强化了其作为

“长期在地经营者” 的社会定位。
然而， 这些积极贡献并非没有代价或争议。 部分受访本地企业主认为， 印度裔企

业在部分行业的高集中度可能导致中小本土企业发展空间受限。 在劳资关系中，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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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２０１３􀆰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工人则对晋升机会不均、 内部沟通渠道不畅表达了不满。 因此， 在肯定印度裔资本结

构性贡献的同时， 更须关注其内部治理逻辑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二） 潜在张力

尽管印度裔资本在坦桑尼亚经济中扮演了长期而重要的角色， 但该群体并不

总是被本地社会积极接纳。 在现实运作中， 该群体的经济行为也引发一系列难以

忽视的消极影响，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场竞争中的族群隔阂、 企业内部的用

人限制， 以及对公共制度信任的削弱。
首先， 不少本地商人感到印度裔资本掌握了进货渠道、 仓储物流和商业地

产， 普通人想在同一领域起步很难绕开他们。 他们在达累斯萨拉姆、 阿鲁沙、 桑

给巴尔等城市形成固定的批发圈子， 新进入者即便有资金， 也很难获得优质货源

或稳定的铺面位置。 这种局面使本地商户有时产生被排斥在 “圈子” 之外的感

觉， 不仅是经济上的不平等， 更是一种被长期压制的无力感。
其次， 在用人方面， 虽然印度裔企业雇佣大量本地员工， 但真正参与管理、

拥有话语权的人仍以家族成员为主。 多数受访员工提及， 他们很少见到自己单位

的高级主管， 而且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更高层的决策。 一些年轻人反映， 即使工作

多年， 也始终停留在基层岗位， 看不到晋升的希望。 这种隔阂使得企业难以建立

起更稳定的内部信任， 也让员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
再次， 印度裔资本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也时常引发公众质疑。 有些企业

通过私人关系获得政策上的优待， 比如税务协商、 许可审批的宽松处理， 而这些

信息和资源本地企业往往无法掌握。 在少数案例中， 甚至传出过印度裔商人与高

层官员利益往来的消息， 如印度裔商人牵涉独立电力公司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尽管这些行为可能只是个别现象， 但它们在社会中造成持久

的不信任， 使得公众倾向于认为这个群体不靠规则办事。
总体来看， 印度裔资本的长期存在和活跃经营确实推动了坦桑尼亚经济发

展， 但也在无形中拉开了与本地社会之间的距离。 如果这些紧张关系长期得不到

回应， 既可能损害企业自身的声誉， 也会压缩其未来继续深耕本地市场的空间。
如何处理与社区、 员工， 以及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 将成为这个群体能否真正融

入坦桑尼亚社会的关键。

结　 语

本文从跨文化互动的角度出发， 系统分析了坦桑尼亚印度裔商人如何在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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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印度裔商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权力建构

“非族群化” 的国家治理语境下， 通过商业网络、 信任机制与共享价值观等社会

资本的建构， 实现其经济权力的延续与地方嵌入。 研究发现， 印度裔商人并非凭

借单一的族群资源或政策便利获得经济地位， 而是通过持续调整其组织结构、 代

际治理模式与制度协商路径， 在 “本地接受” 与 “跨国连接” 之间构建出具有

一定适应性的资本逻辑。
一方面， 印度裔资本以核心家族为轴心构建了高度整合的商业网络， 控制关

键行业并参与政策协商， 表现出强烈的制度嵌入意愿与能力； 另一方面， 大量中

小型印度裔企业则通过灵活的市场策略与边缘产业布局， 在城市空间中维持着较

强的生存弹性。 这种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结构， 使得印度裔资本既能维系内部稳

态， 也具备外部适应力。 然而， 代际继承过程中治理僵化、 本土员工在用工制度

中边缘化， 以及在竞争性政策环境下的制度特权争议， 也持续对其社会正当性与

制度信任造成挑战。
通过 “制度转译” 这一核心概念， 本文尝试解释族群资本如何在移民与国

家间的互动中获得合法性， 并通过商业实践持续重塑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 这

一过程中， 族群认同、 国家制度与市场逻辑的张力并存， 使得印度裔商人必须在

“被接纳” 与 “被排斥” 之间不断协商其经济位置。 尤其在与中国等新兴资本群

体的互动中， 其应对机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移民资本在制度空间中的策略异构。
理论上， 本文在制度嵌入与族群经济两个传统路径基础上， 提出 “跨文化互

动” 视角中的制度转译框架， 强调制度接受不是一次性达成的结构性授权， 而是

一个不断调节、 协商与演化的过程。 这种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印度裔商人在坦桑

尼亚的特殊性， 也为分析其他移民资本如何在社会结构与制度规范之间实现合法

性提供了比较基础。
未来研究可在三个方向上进一步拓展： 第一， 代际转型的深度研究， 尤其是

年轻一代如何突破传统治理结构， 建立更具开放性与责任机制的企业制度； 第

二， 应关注族群性与性别维度交织下的社会资本差异， 进一步探讨女性在印度裔

商业系统中的角色与能动性； 第三， 推进族群资本的比较研究， 将印度裔与中

国、 黎巴嫩等在东非活跃的其他移民商人的制度行为进行横向比较， 从而丰富对

在地化经济权力演化路径的理解。
综上所述， 印度裔资本在坦桑尼亚社会中的持续嵌入既是制度调节的结果，

也是历史惯性与网络资本作用下的实践。 理解这一族群资本如何在多层制度边界

之间进行动态协商， 不仅有助于深化族群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 也对制定包容性

发展政策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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